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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主播与供应商达成的最低价协议看似为消费者争取到最大的价格福利，实则存在扭曲市场定价机制、

削弱电商市场信任度、挤压供应链利润等负面影响，有损电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有甚者，电商主播

利用最低报价协议夺得商品定价权，人为确定商品价格下限，削弱在价格上的潜在竞争对手优势，产生

明显的反竞争效果。实践中针对所产生的共谋效应，各国反垄断当局普遍在垄断协议制度下分析该种条

款的竞争问题，但由于电商主播身份的双重性，垄断协议定性上存在纵横矛盾的问题。实践中应重点关

注双方是否存在“竞争关系”以及最低报价协议所产生竞争损害的范围大小来准确判断垄断协议的纵横

性质。在滥用市场支配制度下分析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所产生的排他效应，因平台经济高度动态和不

存在产能不足的竞争特性使得传统判定因素不可执行、规制方法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认定标准上需结

合互联网经济的典型特征，围绕头部主播直播间单独界定相关市场，细化判定电商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

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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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minimum price agreements between e-commerce live streamers and suppliers may appea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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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 the greatest price benefits for consumers, they actually have negative effects—such as dis-
torting market pricing mechanisms, undermining trust in e-commerce markets, and squeezing sup-
ply chain profits—which har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More critically, 
by leveraging these agreements, live streamers seize pricing control over goods, artificially setting 
price floors that weaken potential competitors’ pricing advantages, resulting in clear anti-competi-
tive effects. In practice, antitrust authorities across jurisdictions generally assess the competitive 
concerns raised by such claus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onopoly agreements, analyzing their col-
lusive effects. But due to the duality of the e-commerce anchor’s identity, there are vertical and hor-
izont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onopoly agreements. In practice,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nature of a monopoly agreement should be accurately judged by focusing on whether 
there is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nd the extent of the competitive harm 
caused by the minimum offer agreement. In the abuse of market dominance system to analyse the 
exclusionary effect produced by the minimum offer agreement of e-commerce live, due to the highly 
dynamic nature of platform economies and their competiti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lack capacity 
constraints, traditional regulatory criteria become unenforceable, and governance methods prov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refore, in terms of specific determination criteria, it is necessary to com-
bin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separately define the relevant market 
around the head anchor live broadcasting room, and refine the determination criteria for determin-
ing the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of the e-commerce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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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的危害 

近年来，电商直播凭借其强互动性和高转化率成为电商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然而，头部主播和平台

频繁标榜“全网最低价”、“破价”策略，引发了诸多关于市场竞争秩序的争议。最低价协议虽然在短期

内可以产生刺激消费的效果，但这种协议的核心在于对商品价格进行限制，表面是通过“全网最低价”

吸引消费者，实际上对市场竞争构成潜在威胁。直播最低报价协议具有反竞争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其

最直观的竞争损害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商品零售价格，通过削弱价格竞争，形成共谋效应与排他效应，

实现隐性提价，损害消费者福利，对电商市场秩序、消费者权益、产业链生态及电商行业可持续发展构

成严重威胁。 

1.1. 削弱价格竞争，破坏市场环境 

通过直播最低报价协议，供应商在不同渠道实施差异化价格策略的能力被显著削弱，从而导致价格

竞争的软化。最低报价协议通常要求供应商为与之签订协议的所有主播提供统一的最低价格，而供应商

如果想在特定主播或平台提供额外折扣，必须将同样的折扣扩展到所有涵盖协议的主播。这一要求极大

地增加了供应商的降价成本。具体而言，由于直播行业的价格竞争高度敏感，供应商若在某一直播间或

渠道进行价格调整，必须支付多重成本：一方面，需要对其他涵盖协议的主播或平台进行价格补偿，保

证其价格不高于协议规定的最低价；另一方面，头部主播往往会利用其市场影响力要求更高的违约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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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供应商提供折扣的经济负担。结果是供应商在考虑降价时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成本压力，

最终选择维持现有价格或提高价格以弥补潜在的利润损失。 
这种机制在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双十一”大促为例，部分品牌商因与头部主播签订最低报

价协议，无法在其他销售渠道以更低的价格进行促销。这一限制不仅影响了品牌商在多个渠道之间的定

价灵活性，还直接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整体稳定甚至上升。在同类商品价格高度集中于直播间后，消费者

虽然名义上享受到“全网最低价”，但实际上丧失了通过其他平台或渠道获取更低折扣的可能性。这种

价格一致性在短期内可能增加主播直播间的销量，但从长期来看却削弱了整体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从法

律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价格竞争的削弱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一方面，《反垄断法》明确禁止

可能导致价格软化和消费者福利下降的纵向限制行为，而最低报价协议的存在可能构成这种行为的一种

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价格竞争的期待是通过自由市场实现更优的选择，而最低报价协议在一

定程度上扭曲了这一机制，使得市场难以充分发挥价格信号的作用，最终影响整体市场效率。 

1.2. 产生共谋效应，维护竞争优势 

最低报价协议的存在大大削弱供应商主动降价的积极性。表面上，最低报价协议似乎为消费者带来

了“全网最低价”的优惠体验，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供应商和主播之间就产品价格达成的一种隐性垄断合

意[1]。这种合意以协议为工具，在市场上人为划定了产品的最低零售价格，使得价格竞争逐渐被削弱，

“最低价”反而演变为全平台价格的统一上限或接近上限。最终，消费者面临的是一个缺乏真正价格竞

争的市场，而供应商和主播则通过价格的隐性抬升实现更高的利润分配。在最低报价协议的框架下，供

应商与主播之间形成了某种协调关系。供应商通过保证直播间价格的统一性，确保了头部主播的流量优

势和销售转化率，而头部主播则以其市场影响力和消费者粘性，为供应商带来更多的销量。这种合作关

系看似双赢，但其本质却是通过限制其他竞争渠道来实现的。当产品价格因协议的约束无法在其他渠道

进行调整时，消费者选择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而供应商和主播则通过价格抬升获得更高的利润，强化

了两者之间的利益联结。 

1.3. 产生排他效应，削弱现有竞争 

最低报价协议通常以合同形式嵌入头部主播与供应商的合作中，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典型的纵向协议。

这类协议通过对供应商的价格行为施加限制，确保头部主播在价格竞争中的主导地位。依靠沉淀的流量

优势和品牌效应，头部主播在市场竞争中已经形成了显著的优势地位。然而，这种协议不仅影响了供应

商的定价灵活性，也对新进入市场的主播构成了实质性障碍，显著加剧了市场进入壁垒。头部主播通过

长期运营积累了庞大的消费者体量，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形象和粉丝黏性，使其在价格谈判中具备更强的

话语权。这种优势让头部主播能够与供应商谈判达成最低报价协议，以确保其直播间的价格优势。 
若不存在最低报价协议，新进入市场的主播本可以通过灵活的佣金结构或其他竞争手段与供应商达

成更低的供货价格，从而依靠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并逐步扩展市场。然而，最低报价协议直接限制了这

一可能性。由于最低报价协议的存在，供应商在与头部主播合作时需要承诺在其他销售渠道，包括新主

播直播间，不得以更低价格销售同类商品。这种限制迫使供应商在价格设定上保持一致，避免触发协议

中的违约条款或赔偿责任。这种价格一致性的要求直接压缩了新进入市场主播的降价空间，使得他们无

法通过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进一步削弱了其竞争力。这类带有排他效应的最低报价协

议不仅限制了新主播的市场进入机会，还显著强化了头部主播的市场控制力。从市场结构的角度看，这

种现象具有明显的寡头化特征。 
电商直播中的最低报价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平台最惠国条款[2]，头部主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双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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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产品零售价格基准线上，禁止供应商在其他竞争性直播间中开展销售业务，并通过规定违约金、下

架商品等多种措施来保障供应商对上述要求的落实。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即是反对垄断，保护竞争，

反对占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合理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将最低报价协议纳入反垄断法规制范畴的

前提即是该种行为存在反竞争危害。直播最低报价协议具有反竞争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其最直观的竞

争损害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商品零售价格，通过削弱价格竞争，形成共谋效应与排他效应，实现隐性

提价，损害消费者福利，因此在反垄断法框架下规制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2. 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的垄断协议规制路径 

从损害竞争结果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竞争损害有不同的分析路径。共谋效应是涉及多方主体的行为，

主要依靠垄断协议制度解决；排他效应大多源于单一主体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其更优选择。 
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很可能会通过以下两种协同行为来损害市场竞争：一是限制供应商的定价自

由而形成纵向固定价格协议；二是诱导平台之间的横向一致行为，导致不同直播间内的商品价格普遍提

升，这种反竞争效果由垄断协议来规制。但主播身份具有双重性，一面作为下游交易代理人连接供应商，

一面作为经营者连接消费者，在垄断协议定性上存在横纵矛盾。 

2.1. 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的横向垄断协议属性分析 

首先，最低报价协议可能构成传统意义上的横向垄断协议。 
头部主播与供应商之间若同时存在代理和竞争关系时，代理关系可能会演变为横向共谋，即当头部

主播直播间存在自营业务时，例如头部直播间“东方甄选”既销售旗下自营品牌的产品，同时又代理其

他品牌商品，直播平台可以故意向供应商透露平台自营商品的价格涨幅，商家可以根据平台的涨价幅度

进行价格调整，以此形成横向价格共谋，软化平台自营商品和供应商所售商品之间的价格竞争；另外，

直播最低报价协议会使得供应商在其他直播平台的降价成本大幅提高，最终使得不同直播间内的产品价

格趋于一致，直播营销对价格敏感型人群的优势将逐渐消解。 
其次，最低报价协议可能构成具有横向垄断协议性质的轴辐协议。 
轴辐协议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垄断协议，包含横向和纵向两种关系。横向关系是指辐条之间的安排，

纵向关系指轴心与辐条之间的安排[3]。在直播领域的代理分销模式下，头部主播直播间可以视为具有竞

争关系的供应商是在该平台销售产品的共同代理人，即为轴心，被连接起来的不同供应商即为轴条。各

个供应商在直播平台销售商品时都需要就销售价格与主播进行协商，此时头部主播作为“轴心”可以将

其他供应商的产品定价告知与之进行协商的商家，发挥“轴心”之优势贯通“辐条”之间的意思联络，实

现供应商之间在价格上的间接协商。因此，认定最低报价协议构成轴辐协议的前提是供应商之间通过平

台进行间接意思联络，订立该协议意味着供应商在其他直播平台内不会轻易降价，商品价格趋于稳定，

最终实现价格共谋。 

2.2. 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的纵向垄断协议属性分析 

在反垄断法中，代理双方之间的协议一般不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因为纵向垄断协议是联合行为，

至少需要两个独立经济体，即能够独立决定市场行为的主体，而在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并不是独立主体，

其市场行为要被代理人的控制，受控主体实施的市场行为就等同于控制主体实施的市场行为，所以代理

关系通常被排除在纵向垄断协议的范围[4]。从表面看，主播与供应商之间是代理关系，主播被视作供应

商的代理人，但实际上头部主播早已超越了代理人的职责。我国电商直播领域常依赖于消费者对平台主

播的“信任”展开销售活动，消费者基于对主播“人设”的“信任”蹲守直播间进行消费[5]，在这种消

费关系中，主播的身份定位早已超越了供应商的“代理人”，而是负担消费者信任并需在第一时间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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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损等买卖责任的卖家。同时，头部主播在面对弱势供应商时往往具备更大的话语权，在代理协议中能

够决定更多条件，并且不同于代理协议中代理人对被代理人施加的限制，最低报价协议本身是头部主播

对供应商施加的限制，属于代理人限制被代理人的行为，这就与“代理例外”规则产生冲突。因此头部

主播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只是“表面上的代理”，最低报价协议完全可能被认定为是纵向垄断协议。 

2.3. 垄断协议规制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的路径 

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实质是一种平台最惠国条款，目前各国反垄断当局普遍在垄断协议制度下分

析平台最惠国条款的竞争问题，如在在线酒店预订案中，欧洲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普遍将 Booking.com 等

平台与酒店签署的平台最惠国条款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美国法院在苹果公司电子书一案的判决中，也

将其中涉及的最惠国条款认定为横向垄断协议的一部分，1这证实了垄断协议制度规制的可行性。垄断协

议制度主要针对的是直播平台与供应商利用最低报价协议所产生的共谋效应，对最低报价协议的规制面

临的根本矛盾是，该协议形式上是供应商和头部直播间之间典型的纵向协议，但同时包含着对横向关系

的影响。主播身份具有双重性，一面作为下游交易代理人连接供应商，一面作为经营者连接消费者，在

垄断协议定性上存在横纵矛盾，这是基于电商直播平台身份的双重性而引发的矛盾。 
因此，实践中应当将视线集中在双方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的判断上。横向垄断协议是具有竞争关

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协议，纵向垄断协议则是经营者与上下游交易相对人之间的协议，二者存在主体

关系的差异。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电商直播平台逐渐出现整合型特征，不仅作为代理商销售供应商的

产品，同时也作为供应商经营自营品牌。此时，需要关注平台以何身份参与交易，即平台自营商品与最

低报价协议中涉及的供应商商品在性质和功能上是否具有趋同性，若存在则平台是以供应商的身份参与

交易，与其他供应商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此时最低报价协议即为横向垄断协议。 
另外，需要关注最低报价协议所产生的竞争损害的范围大小。若损害的是品牌之间的竞争，通常被

认为是横向垄断协议，例如美国诉苹果电子书一案中，实则是苹果联通了不同的电子书出版商，形成协

同行为以此削弱不同出版商之间关于电子书的价格竞争，被美国法院认定为横向垄断协议。而品牌内部

的经销渠道竞争通常存在上下游的主体关系，一般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 

3. 电商直播最低报价协议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路径 

在直播营销最低报价协议的形成中，能获得“全网最低价”的电商直播平台往往是市场中数一数二

的头部主播，其所占据的高市场份额与强大的用户黏性很难说不是供应商愿意接受最低报价协议的主要

原因，借此也可使得新主播丧失获得价格优势的机会，难以进入市场。因此，针对最低报价协议形成的

排他效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实为良策。市场力量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前置因素。在已有的同

类型平台最惠国条款的案例中可以发现，市场力量在平台最惠国条款达成的行为构造中十分重要，适用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条款，能够将评估重点转移到对直播平台市场力量的考察，对市场力量的评估能够

更加准确定位行为性质以及竞争损害的来源。 
从直播营销最低报价协议的行为本质来看，协议的达成本身需要直播平台一定市场力量的作用，以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对之加以规制大致需要遵循“相关市场–市场支配地位–竞争效应范式”的分析

框架。《反垄断法》第 17、18 条的规定是针对传统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而适用的，平台经济高度动态

和不存在产能不足的竞争特性使得传统判定因素不可执行、规制方法难以操作[6]，在此基础上，欲使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有效发挥规制作用还需相关规定填补完善，增强我国现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框架的可执

行性，契合数字平台经济的新特征。 
 

1United States v. Apple Inc., 791 F.3d 29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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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准确界定相关市场为“网络直播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下分析直播营销最低报价协议，首先需要界定相关市场。头部主播同时连

接着供应商和消费者，具有典型的双边市场特征，使得两边用户的需求通过其提供的服务紧密结合，基

于此可以将相关市场界定为网络直播零售平台服务市场。与传统网络零售平台相比，直播零售模式中的

平台具有更强的交互感，通过刺激性营销语言、体验式营销方式、快乐性营销情绪的感染[7]向消费者推

荐商品，使得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望。另外，网络直播平台和头部主播直播间虽然都具有平台属性，但二

者属于不同的相关市场。网络直播平台属于平台层面，为主播商家提供直播服务，头部主播直播间属于

应用层面，在网络直播平台上以直播的方式向消费者推荐商品[8]，二者提供的服务存在显著差异，应该

构成彼此独立的相关市场。所以，在头部主播施加最低报价协议的情况下，围绕头部主播间将相关市场

界定为网络直播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3.2. 细化电子商务领悟判定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 

我国《反垄断法》第 18 条列举了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考虑因素，但互联网场景下市场支配地位的获

取及维持与传统市场有着很大的不同，该场域下普遍存在双边市场、网络效应、多宿主等典型特征[9]，
除了参酌一般方法和常规因素外，对头部主播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还需结合该领域的行业特征，鉴于此，

《电子商务法》第 22 条同样列举了判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有无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因素，可以根据现行法

的规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第一，平台是否具有稳定的高销售金额、销售数量和高活跃度的用户量。这是根据《电子商务法》

第 22 条对用户数量的考量转化而来的测度标准，在互联网场景下，用户数量是展示经营者市场竞争力量

的重要指标，但电子商务领域的竞争动态多变且具有强大的多宿主效应，单一用户往往会同时使用多个

不同的电商平台，因此单纯衡量用户数量难以反映市场力量。头部主播直播间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供应商

销售产品，因此最终的销售金额和具有高活跃度的用户才能真正体现其市场势力。在“奇虎公司诉腾讯

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就着重考虑了即时通讯用

户的有效使用时间，2可见，在互联网经济场景下，要把握经营者的竞争实力所在，对头部主播也不能仅

靠用户数量这一单一指标来衡量其市场地位，还需将销售金额、销售数量、用户活跃度等反映用户质量

的因素作为衡量电商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依据。 
第二，平台是否具有控制市场的能力。首先应考察头部主播是否已完全掌握商品定价权，能够单方

面决定上架产品的价格。供应商和主播在商品价格谈判的话语权重占比完全可以彰显出电商经营者的市

场力量。其次考察平台是否能够控制供应商获取的流量。主播可以连接供应商和消费者，对商品的推广

程度直接影响商家在该平台所能获得的流量，影响力越大的主播其推广效果越好，商家所获得的流量就

越高，这将直接影响到商家的销售状况。 
第三，商家在交易上是否高度依赖平台。这要看头部主播是否对供应商产生强大的网络效应和锁定

效应。头部主播一般拥有体量庞大的粉丝消费者，这些消费者会产生较强的用户黏性，主播基于此对供

应商产生强大的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此时供应商不会轻易放弃主播为其带来的庞大消费者基数和流量。 

3.3.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 

认定直播营销最低报价协议属于何种滥用行为，需要结合具体行为表现来看。在多数情况下，最低

报价协议是平台借助市场力量强加给交易相对方的，若供应商不接受该条款就会被拒绝产品上架直播间，

此时可能构成“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若最低报价协议是头部主播与供应商共谋的结

 
2(2013)民三终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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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意在导致商品的销售价格提高，此时则属于“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的情形。若签订了最低报

价协议的供应商与未签订最低报价协议的供应商在同一平台上享有不同待遇，例如主播讲解时间的差异、

商品链接上架时间等，则可能构成“差别待遇”行为。 

4. 结语 

在电商直播平台的“代理商业模式”下，头部直播与供应商签订的直播最低报价协议实际上是一种

平台最惠国条款，该种条款的使用会软化价格竞争，在经济主体之间形成共谋，强化对潜在竞争对手的

封锁，最终提高商品的最终售价，损害消费者福利，集中体现为共谋效应和排他效应。当前学界基本认

为平台最惠国条款既可以构成垄断协议，也可以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共谋效应一般采用垄断

协议解决，排他效应则更适合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处理。由此，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以成为

解决直播营销最低报价协议的两条平行路径。对于垄断协议路径应关注，电商直播中的代理并非真正意

义上的代理，最低报价协议具有轴辐协议的特性，其本质仍属于横向垄断协议；而横向与纵向垄断协议

的区分还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判断行为主体之间竞争关系的有无、损害竞争的范围大小来具体判定。单一

的垄断协议制度不足以解决最低报价协议的竞争问题，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以作为规制该问题的平行路

径。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路径而言，考虑到法律适用的便利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因面临“相关

市场界定”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两大难题在过往执法中并不常见，目前直播最低报价协议主要存在

于头部主播之中，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并不十分困难，但要注意将头部主播直播间与网络直播平台的相

关市场单独界定，结合互联网经济的特征，从销售金额、用户活跃度、平台对商品市场的控制能力等方

面判定电商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无论是采用垄断协议还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路径进行规制，都具备

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因此在具体案件中还要判断最低报价协议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是共谋效应还是排

他效应，以此实现最佳规则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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